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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场歧视与职场不文明行为的发生与群际关系密切相关。组织中存在大小群体的情况下，内外群体偏好

与共识性歧视会导致职场歧视；与此同时，群际使得团体割裂，低权力群体容易产生不公平感与资源危

机感，提高职场不文明行为发生的概率。职场歧视负面影响泛化使得被歧视群体遭受污名化，污名化反

过来导致职场歧视行为螺旋上升，伤害范围和影响扩大，与此同时引发职场排斥等一系列职场不文明行

为。除了污名化，被歧视群体受负面情绪影响，根据情感事件理论，更容易产生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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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nd workplace incivi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
group relations. When there are large and small groups in an organisa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group preferences and consensual discrimination can lead to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tergroup relations make groups fragmented and low-power groups prone to feelings of 
unfairness and resource crises,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The generalisa-
tion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leads to the stigmatisation of the dis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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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ted group,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spiral of discriminatory behaviour in the workplace, in-
creasing the scope and impact of the harm and leading to a series of uncivilised behaviours in the 
workplace, such as workplace exclusion. In addition to stigmatisation, the discriminated group is 
affected by negative emotions and is more likely to behave in an uncivilised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emotional event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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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场不文明行为研究现状 

不文明行为在工作场所是一种普遍现象，被称为职场不文明行为(workplace incivility)。对于职场不文

明行为概念的界定，大多使用的是 1999 年 Andersson 和 Pearson 提出的：“一种由施体和受体组织的不

良社会互动行为，违背工作场所相互尊重的规则、伤害意图不明确、低强度的越轨行为，其表现为粗鲁、

没有礼貌、缺乏对他人的尊重。”[1]不文明行为具有伤害意图模糊、强度低、违反工作规范、导致螺旋

升级效应等特点，其中伤害意图模糊性是不文明行为与反社会行为、越轨行为、暴力行为、攻击行为等

概念的最大区别。常见的职场不文明行为有： 
职场中的不文明行为被视为压力源的一种，对组织和个体健康都会造成负面影响[2]。首先是对于组

织，不文明行为虽然强度低，但会在范围上和强度上不断回旋升级，演变成高强度的伤害行为或者波及

到职场中并不直接参与其中的旁观者，由此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威胁[1]，而且职场不文明行为会抑制组织

公民行为，提高离职意图[3]和增加反生产工作行为[4]，间接对组织造成伤害。其次是对于个人，经历工

作场所不文明可能会对工作和个体身心健康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2]，例如降低个体的幸福感[5]，降低

工作满意度[6]，抑制员工创造力[7]。遭受职场不文明行为者可能反过来实施职场不文明行为[8]，进一步

扩大不文明行为的负面影响。 
职场不文明行为的实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特征和经历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某些个人性格

如马基雅维利主义、神经质和自恋[9]、消极的情绪状态[10]以及经历和观察不文明行为都可能导致职场

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而那些似乎不太可能为自己辩护的员工[11]或者通常被认为不讨人喜欢或难以共事的

员工，因为他们动员社会支持来保护自己的能力较弱[12]，例如女性，少数族裔，职位较低和任期较低的

员工更有可能遭受不文明行为。除此以外，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Yao 等人认为情境因素(心理氛围)是遭

遇不文明行为的最突出预测因素，其次才是人格特质和人口特征。在不文明行为普遍存在并被广泛接受

的情况下，或者社会环境未能保护潜在受害者的情况下，实施者可能会对表现出不文明行为感到不那么

克制[13]。 

2. 职场歧视研究现状 

职场歧视(Workplace Discrimination)主要研究歧视如何在职场的表现、造成职场歧视的前置变量以及

职场歧视造成的不良影响。职场歧视被定义为“以消极的方式区别对待”，即个体由于某种原因受到歧

视，其中可能的原因有：性别、年龄、种族、身体或精神残疾、怀孕，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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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除了指定的群体外，还有其他边缘化群体也容易成为歧视的客体，例如来自社会底层的人、老年工

人(55~64 岁)、难民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and other, LGBTQ+)。常见的歧视类型有性别歧视[14]、种族歧视[15]、年龄歧视[16]等等。在不同

的地区，表现出的歧视的主要类型也不同，宗教歧视和种族歧视在中国就并不常见，但是性别歧视和年

龄歧视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职场歧视的重点关注方向。体重歧视、身高歧视和容貌歧视等一系列针对外

表的歧视多发于女性群体，其中要求女性花费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来获得美丽的社会压力，也称为规

定性美丽规范(Prescriptive Beauty Norm, PBN)反映了性别歧视、提高等级的动机旨在阻碍妇女的进步

[17]，所以这里不多做讨论，更多聚焦于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指的是基于性别因素而产生的有差别的态度或行为。大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对女性群体的

不公正或者不公平的对待，这种区别化的对待并非基于个体的潜能或能力差异，而是源于固有的性别差

异[18]。这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而产生的歧视现象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角

色冲突更容易导致女性在职场中遭受到职场歧视，直观反映在女性更可能从事非全职的或低薪的工作，

并且女性更少担任管理职务[19]。有研究报告了决策者对于女性的个人歧视[20]，这导致了女性更难在职

场上取得成功。对于性别歧视，近年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性别歧视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动机、为性别歧视

辩护的心理过程以及性别歧视的解决方法等[21]。 
年龄歧视是另一个工作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它发生在招聘和劳动力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有研究者

提出年龄歧视也可能在提前退休问题和高龄化问题上被制度化[22]。随着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劳动力老

龄化以及年龄歧视可能导致无用、无能为力和自尊心降低的迹象，工作中的年龄歧视问题可能会不断增

加，这一点在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欧洲已经得到了研究的支持[23]。老年歧视与其他歧视不同的一点是

既包括传统的消极老年歧视，也包括积极老年歧视，即有利于老年人的歧视，包括对老年人的恭敬行为、

幽默的方式应对年龄的变化，积极歧视也可能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24]。 
歧视可以是直接的、有意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和无意的。明目张胆的或公然的歧视是不被接受的，

并且会遭受法律的制裁，但边缘化群体的工作者却常常成为微妙形式的歧视的对象，这种歧视往往并没

有引起注意。微妙的歧视形式包括在日常互动中嘲笑和剥夺边缘化群体的权力，例如对他们的文化开玩

笑、不尊重、回避、不文明和剥夺资源[25]。由于个人特征或社会群体成员身份造成的不公平待遇可能对

个人及其群体产生负面影响[15]。有大量研究探索了歧视的心理影响，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歧视与抑郁症状

之间存在关联[26]，但这种探讨大多停留在公开歧视的领域，Jones 等人在元分析中注意到，微妙歧视造

成的负面影响和公开歧视是相似的[26]。 
国内对于单类别职场歧视的研究并不多，歧视研究有很多往往不在职场范围内开展，更缺少上文提

到的交叉点研究。性别歧视是一个持久的、敏感的话题，需要更严谨更科学的实验范式的发掘。种族歧

视由于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存在在生活中，但类比老年歧视，种族歧视是否会以积极歧视

的形式表现值得深思，例如前两年清真食品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老年歧视本身在中国的本土研究中，可

以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入手，进一步探讨职场年龄歧视的心理机制和干预方法，年龄歧视也不应该

局限于老年歧视，对于年轻群体是否也存在职场年龄歧视值得关注。在中国，由于法律和政策的约束，

对于宗教的公开歧视并不突出，但是微妙歧视却无人关注，这一领域仍然有大量的空白需要被填补。 

3. 职场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歧视辨析 

职场不文明行为和职场歧视都属于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即指危害组织或组织成员利益的

行为。职场不文明行为具有三个特点：1) 违背规范；2) 强度低；3) 伤害意图模糊[1]。职场歧视同样具

有违背规范和强度低的特点，但是职场歧视与职场不文明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歧视行为存在明确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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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职场歧视中歧视者认为被歧视者不属于同一群体而消极地区别对待，而职场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并

不以内外群体的划分为前提。除此以外，职场歧视违背了法律，而职场不文明行为并没有收到法律的约

束。 

3.1. 职场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歧视前因变量与理论辨析 

职场不文明行为和职场歧视存在相似的前因变量，除了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外还有权力和内外

群体的划分。上文已经提到，在职场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中，有一类是不太可能为自己辩护的员工[11]
或者通常被认为不讨人喜欢或难以共事的员工，因为他们动员社会支持来保护自己的能力较弱[12]，例如

女性，少数族裔，职位较低和任期较低的员工。而这一类员工往往也是职场歧视的对象，他们都属于职

场中低权利群体或者少数群体。过去的研究将职场歧视视为发生在职场中的歧视行为，主要关注的是歧

视的类别与影响。而忽视了职场歧视与职场不文明行为的关系。但是通过对于二者受害群体的梳理，不

难发现存在共性，只不过职场歧视往往发生在两个群体之间，而职场不文明行为下不同的子类别在群体

内外发生的频率不同。 
在群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最一致的发现就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即社会群体成员更偏好内群体，而

不是外群体[27]。然而地位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评价往往不像高地位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评价那么积极，

他们常对内群体抱有矛盾和冲突的态度，对外群体反而有着较积极的态度[28]。低地位群体成员常会表现

出外群体偏好。该理论会导致共识性歧视(consensual discrimination)，即各群体之间在群体地位的看法上

达成了共识，每个群体对群体间关系都有着正确感知[29]。也就是说，各群体对群体间的相对地位都有着

同样且正确的看法。低地位群体接受了自身所处的劣势。这时，高地位群体和低地位群体都会表现出对

高地位群体的偏好[30]。对于低地位群体而言，对高地位群体的偏好就是一种外群体偏好，由此群体偏好

可以视为职场歧视的前因变量之一。归属需要理论可以解释职场歧视对工作态度、幸福感、绩效表现和

睡眠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31]。也有研究发现，当感到归属感受到威胁，个体尝试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

或促使个体向其团队提供利益，以突出其对团队的价值[32]。 
而群体偏好对职场不文明行为最典型的影响可能出现在职场辱虐管理。社会交换理论(SET)是理解工

作场所行为的最有影响力的概念范式之一，也是职场不文明和职场辱虐管理研究中常用的理论。依据社

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涉及一系列产生义务的互动，这些互动通常被认为是相互依存的，并取决于另一

个人的行动。Gervasi 等提到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是互惠规范和社会交换理论(SET)中广泛存在的一种

现象，在积极互惠规范的背景下，高质量的团队成员关系通常会导致所有组织成员之间的高水平帮助和

支持，成员会干预以纠正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因此团队积极互惠交流的氛围会降低不文明行为等消极

行为的意愿[33]。然而组织内权力将领导者和领导者身边的人与其余员工划分为内外群体，社会交换理论

适用的“团队”概念被局限和割裂了，员工感知到资源不公的危机，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人有动机

获得、保留和保护有价值的资源，当现有资源出现短缺时，个体会避免进一步消耗资源，以保护现有资

源，进而组织成员产生一些针对外群体的不文明行为。 

3.2. 职场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歧视可能存在的中介 

职场歧视与职场不文明行为都与污名化存在一定的联系。污名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对被

污名者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它经常与较差的精神健康水平、生理疾病、较低的社

会地位和工作机会相联系。被污名者经常会遭到其他群体的厌恶、歧视和回避，甚至排斥，给被污名者

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职场歧视会带来污名化的感知与负面影响，污名化又可能导

致职场歧视的螺旋升级(见图 1)。与此同时，污名化同样可能导致职场不文明行为的产生与升级。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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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污名化看作职场歧视的负面影响泛化，其将伤害的实施者范围扩大，使得职场歧视的受害者遭受职

场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和其他职场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提高。 
 

 
Figure 1. Stigmatised mediation model 
图 1. 污名化中介模型 

 

除此以外，根据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可以用“事件–情感反应–态度行为”

这一路径阐释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感作用机制[34]。将消极事件作为中介变量，职场歧视的受害者可能转

变为职场不文明行为的施害者(见图 2)。根据情感事件理论，认知评价包括初评价(Primary Appraisal)与次

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初评价基于相关性。即判断该事件是否对个体的目标与价值观产生影响、是

否伤害个体的利益、是否与个体的期望不一致。次评价是一种解释性的意义分析，通常被分为愉悦感、

确定性、自我意识、注意力、工作精力五个维度。职场歧视伤害了个体利益且与个体期望不一致，引发

深层次次评价，导致愉悦感、确定性、自我意识、注意力、工作精力降低，诱发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

一直被视为职场虐待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外显的愤怒与敌意通常与报复欲望高度相关，当个体经历愤

怒时，他们会被情感驱动去采取一些报复性行为[35]。 
 

 
Figure 2. Mediation model based on affective event theory 
图 2.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中介模型 

 

4. 启示与展望 

中国人大多提倡内敛含蓄，因而职场歧视的形式往往是微妙和模糊的。不过目前对于微妙歧视的研

究，国内十分紧缺。相比国外，职场不文明行为的研究比职场歧视的研究更多更全面。国内对于单类别

职场歧视的研究并不多，歧视研究有很多往往不在职场范围内开展，更缺少交叉点研究。在中国，由于

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对于宗教的公开歧视并不突出，种族歧视由于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存在在生活中，但类比老年歧视，种族歧视是否会以积极歧视的形式表现值得深思，例如前两年清真食

品引发的社会问题。老年歧视本身受到文化影响大，可以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入手，进一步探讨职

场年龄歧视的心理机制和干预方法，年龄歧视也不应该局限于老年歧视，对于年轻群体是否也存在职场

年龄歧视值得关注。 
本研究聚焦职场歧视和职场不文明行为与群际关系的联系。组织内非常容易产生以领导者为核心的

小群体，本质上是按照权力划分的小群体，当内外群体的权力不平等时，会引发权力不公平感和资源危

机感，根据内外群体偏好效应、社会交换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归属理论，职场歧视与职场不文明行为

的发生概率都增加了，说明二者存在相似的前因变量。职场歧视的受害者很容易成为再次遭受污名化，

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有负面的职场八卦行为，而污名化扩大了职场歧视的加害者群体，使得职场歧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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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面增加，最终形成螺旋上升；与此同时，污名化会带来职场排斥等其他职场不文明行为，成为职场歧

视与职场不文明行为的中介。现有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相关研究多是单一视角或多视角并行来展开的，

这样往往忽视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后的多方互动以及互相博弈的过程。根据情感事件理论，由职

场歧视导致的负面情绪极大地增加了个体再次转化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实施者，并使用不文明行为作

为报复手段的可能性。不过，情感事件理论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提出的，本文所引用的实证研究基础

也多为西方前沿研究。而我国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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